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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张蕴岭

内容提要: 看待今天的中日关系，需要在多个视角之下。中日之间力量
对比的反转和多元结构特征，成为中日关系定位、认知与处理存在复杂性的
重要成因。从安全重构的角度来看，中日在安全目标上存在巨大差异。中日
之间的竞争性驱动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种竞争性驱动可能打不起仗来，

但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从认知错位的视角认识中日关系，日本应该重新
回到欢迎和支持中国发展的轨道，中国应该理解和支持日本不以中国威胁为
目标的“正常国家”的努力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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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间是一种 “割不断，理也乱”的复杂关系。其所以如此，一则是
“一衣带水”的近邻，自然无法隔断，二则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显然难以理

顺。为此，观察和分析中日关系，既要看到其特殊性，又要基于多个视角。

所谓特殊性，既是因为是近邻，也是因为长期的历史联系; 所谓多视角，也

即从多个角度，就是考虑到多种因素，多重影响。

基于特殊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对中日关系不能简单地用 “好”与 “不

好”两分法。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很多，并且在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时点，

各因素的影响也不同。不过，尽管如此，对中日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还是

那些重大的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力量对比、安全利益和认知定位。

一、基于力量对比的视角

多视角看待今天的中日关系，首先要从力量对比的角度观察，因为中日

关系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大都缘自两国综合实力对比发生重大转变。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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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日关系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中国按美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 GDP)

超过了日本。尽管当时超过很少，但这是近代以来中日力量主要指标对比的

一个大的转折。影响更为突出的是，此后两国综合实力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仅仅五年后，到 2015 年，按美元计算的中国 GDP已是日本的两倍多，差距拉

大的速度令人感到惊异。① 尽管由于人口规模不同，中国的人均 GDP 还远不

如日本，但对于国家关系来说，具有综合与重大影响的是总量指标。②

其实，转变的不仅仅是总量，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双

方贸易市场的依赖结构也发生了反转，由中国严重依赖日本市场转换到日本

严重依赖中国市场。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严重依赖日本市场，依赖度接近甚

至达到 20%，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却低于 10%。而今天，贸易依赖度的

结构正好反过来，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接近 20%，中国对日本市场的依

赖度低于 10%。2015 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量达 4 万亿美元，是日本的 3 倍

多。而且，尽管中国的对外投资总量还大大少于日本，但是年度投资额已经

超过日本，未来总量超过日本也是一个无可怀疑的定局。

在力量对比之中，特别具有影响力的是发展趋势。现在，几乎所有的预

测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到 2030 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

时，中日两国综合实力对比的差距就更大了。可以回顾一下，20 世纪 90 年代

日本的经济规模为中国的 8 倍，在这么短的时期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对两国

关系必然造成“颠覆性”震撼。据预测，到 2050 年，中国经济规模可能要相

当于日本的 8 倍，这几乎是 19 世纪 70 年代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中日之间综合经

济力量的对比结构。从两国关系的角度来分析，这个比例的含义是什么呢?

好像是历史又轮回到两国力量对比的近代历史原点。

面对这样的大趋势，政治家、企业家、公众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特别是政治家、战略家们，定会为这种大转变思考，为未来做准备。

就一个国家而言，总的来看，经济力量的对比与综合实力的对比是同向

而行的，也就是说，经济总量大，综合实力也就强。经济总量代表国家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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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基数差距和增长率差距都在加大，总体比例变化的速度更快。比如，按照预测，2016
年，中国的 GDP总量会达 12. 3 万亿美元，而日本只有 4. 2 万亿美元，中国将是日本的 2. 93 倍，中国
的经济规模会超过整个欧元区。参见 : 永濱利广 ?2016 年世界のGDP 予測 3. 8%挢大し76. 3 兆ドル
规模に?、?エコノミスト? 臨时増刊、2015 年 12 月 31 日吖。

据学者研究，早在 2000 年，中国的有形战略资源就开始超过日本。所谓有形战略资源，是经
济、人力、自然、资本、技术、政府、军事、政治资源的综合计算。参见吴澄秋: 《东亚结构变迁与
中日关系: 权力转移理论视角》，《当代亚太》2009 年第 1 期，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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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动员与运作能力，既包括经济，也包括军力，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国家能

够动员的资源规模，以其为基础形成的综合实力则成为一个国家有作为和有

影响力的主要依据。对日本来说，政治家们最为关注的当然是中国以经济力

为后盾的军力提升以及拓展利益与扩大影响力的行为， “中国威胁论”由此

而生。

当然，中国还是一个赶超型的发展中国家，不仅人均财富与日本差距大，

而且在企业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产品质量，国家治理，人的素质等方面，

也还有很大的差距。正是中日之间力量对比的二元结构特征，成为影响中日

关系定位、认知存在复杂性的重要因素。比如，日本人惊异于中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但往往对中国发展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对中国的国力强大表示敬畏，

但对一些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 “低素质”难以接受。① 而中国人对日本的认

知与感情也很复杂，在认可日本技术与产品优势的同时，对日本政府把中国

作为威胁、处处与中国作对的行为表示愤怒。基于此，民调显示，中日双方

各自对对方的好感度相当低。②

近代历史上，中日力量对比发生反转，曾让两国关系发生悲剧，日本不

仅颠覆了中国赖以生存的周边环境，而且还把战火烧到中国，让 2000 多万中

国人失去生命。这段历史为中日关系投下厚重的阴影，难以挥之而去。如今，

两国综合实力发生如此大的反转，必然引起中日关系的重构。利益上的矛盾，

特别是信任上的缺失，加上日本为提升自己对中国所做出的敌视性 ( 作为威

胁) 应对，使得中日关系时而变冷，时而结冰，颇具对抗性。复兴的中国自

行宣示，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走传统大国崛起的老路，对此最持怀疑

态度者无疑是日本。③ 当然，中国方面对日本把中国作为威胁，处处与中国

对着干也深表不满。中日关系具有特殊性，这种纠结显然被刻上两国力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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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的学者认为，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有“三感”: 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有不快感，对中国看不
起有优越感，对中国的综合力量提升有恐惧感。这源于日本“脱亚入欧”带来的“先进国观”，日本
只有“重返亚洲”，平等看待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才可以对中国有客观的认识。参见冯昭奎: 《中
日博弈的历史考察》，《国际安全研究》2013 年第 1 期，第 85 页。

参见《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报告》，中国日报网，2014 年 9 月 9 日，http: / /www. 360doc. com /
content /14 /0909 /22 /8164970_ 408274701. shtml。

有的学者认为，实力变化在中日关系中的确扮演了基础性作用，但是，改变与挑战的不是中
国，而是日本，力量对比发生转变的速度越快，日本改变与挑战的力度就越大，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就
越大。参见谢超: 《实力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国际政治科学》2013 年第 3 期，第 67、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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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反转的历史与现实烙印。①

国家间力量消长、力量对比转换，是世界发展的规律。从世界发展的历

史看，引起冲突甚至战争的主要原因，无非来自: 一是力量上升方基于扩大

利益野心实施扩张主义，二是他方出于对上升方的担心进行过分的遏制或敌

视。对于中日来说，重要的是日本接受中国不争霸、不称霸的承诺，不参与

或者助长恶意遏制中国的行为，中国也要做出更多的努力，让日本理解和放

心，从而改善相互拉近的气氛与环境。

二、基于安全的视角

中日是近邻，有着无法割舍的地缘与利益联系。就安全利益而言，一方

面是粘连的，另一方面又是分离的，基于特殊的原因，后者的特征更为突出。

由于有着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处在不同的安全架构之下，加之两国综合实

力对比发生反转，中日之间的安全关系呈现出高度的失信状态。

中日在国家安全目标定位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

构建新的国家安全环境成为一个必然之举。这包括强军、拓展安全空间、构

建新的安全机制、降低外部安全机制对自身安全的威胁等，其中有些必然触

及二战以后建立的地区安全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与苏联结盟，安全上与美

国为首的同盟 ( 包括日本) 对立。中苏分裂，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曾有过

基于对抗苏联的安全合作“蜜月”，中日走出冷战对抗夹缝，恢复邦交，建立

了以“世代友好”为目标的安全合作关系。冷战结束后，中国实现快速发展，

综合力量提升，开始重构国家安全环境。基于对中国挑战的担心，美日同盟

向防备中国的方向调整，日本通过调整获得了更大的行动空间，这包括更多

的自主行动空间、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等等。在日本增大的行动空间中，中

国因素占据着主要的地位。日美同盟，也包括日本自身遏制中国拓展空间的

举措，与中国拓展空间 ( 包括突破美国的海空遏制圈) 的努力产生了直接的

碰撞。比如，二战后，美日自行划定了东海防空识别区，把中国的行动空间

压缩在家门口; 如今，中国根据自身安全的需要自行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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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峰认为，中日关系是一种特殊性的关系，大国对抗的几乎所有因素都可以在两国之间找到。
然而，中日关系持续下滑，主要是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和本身互动的结果，而产生负面互动的主要因
素是不同的话语体系、不同的交往与沟通方式和不同的战略定位。参见朱峰: 《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
与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14 年第 6 期，第 2、7—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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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了美日划定的识别防线，中国的海军也扩大海上巡游的范围，越来越靠

近日本的领海区域，海警船巡航钓鱼岛海域等等，对此，美国反对，日本特

别警惕，做出诸多对应性反应。

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安全环境构建是护卫性的，即护卫中国应有的安全

利益和安全环境，不是扩张性和对抗性的，即不以排挤对方和与对方对抗为

目标设计，不以日本放弃同盟为前提。但是，它还是有向传统安全架构与主

导力量挑战的性质。在新的共同安全机制无法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中日在安

全定位和安全目标上产生了对立。

尽管中美的战略和安全竞争与对立是主线，然而无论是日本应对中国的

自主努力，还是推动同盟应对中国的意图，都把日本置于中国安全重构的对

立面，是与中国的安全架构重构、拓展安全空间的目标与努力相矛盾的。①

安全竞争与经济竞争有很大不同，如果说经济竞争更多的是体现在共处空间

的能力之争上，那么安全之争则是在不同的框架下直面相对，一个要拓展空

间，一个要拒止突破，中日之间似乎陷入一种难以融合的安全困局。

我们再拓展一下视角，把安全关系扩展到近邻地区。周边地区构成中国

国家最重要的安全依托。随着综合力量的上升，中国积极推动地区关系的改

善与安全环境的构建，对周边地区的投入增大，影响力在增强。中国把周边

关系与安全环境构造列为首位，应该说，它不是针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因为

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近代以来，随着国力的衰落，中国的周边关系和安全

环境发生逆转，由安全屏障转变为安全威胁。如今，重构周边关系和安全环

境并不是要重建中国的主导地位，但必须让中国对自己的安全有掌控力，首

要的是有保卫国土安全的能力，再则是防止别国在家门口生乱、生战，损害

中国的利益。

中国构建新的周边关系与安全环境涉及诸多方面。其中，重要的是通过

提升自身的军事能力，对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的领域提升干预和掌控能力，在

领土、领海安全上确保捍卫能力。中国这样做必然会触及历史遗留下来的一

些问题，包括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岛屿争端和领海争端，触及现有的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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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事实上，日本在安全目标设计上与中国的对立更多缘于日本自身。有的学者认为，日本因自
身经济低迷所产生的焦虑、彷徨与中国的快速崛起，助长了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右翼势力通过把
中国定位为威胁来激励民心，而日本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必然转化为政策及行动。参见时殷弘: 《日本
政治右倾化和中日关系的思维方式及战略策略问题》，《日本学刊》2014 年第 2 期，第 9、14 页; 王缉
思: 《从中日美力量对比看三边关系的发展趋势》，《国际政治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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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导的安全框架和其可以发挥主导作用的领域。在领土争端、安全框架等

方面，中日有着直面的或者直接相连的矛盾和冲突。钓鱼岛问题、东海海域

问题 ( 专属经济区划界、资源开发) 、空域问题 ( 防空识别区) 、安全机制
( 美国主导的同盟) 成为直接相连的领域。

中日在安全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必然扩及更为广泛的领域，其中有些本

来是经济的问题，也被罩上安全利益的外衣，进而被描述为一种中日 “争夺

主导权”的竞争。这样的竞争案例，可以举出很多。比如，在东亚区域合作

上，日本总是与中国对着干，把“10 + 3” ( 东盟 +中日韩) 合作视为中国主

导的，力主以“10 + 6” ( 东盟 +中日韩澳新印) 来破解。中国倡议建立亚投

行和“一路一带”建设，日本不仅不参加，而且还自行设立比亚投行资本金

多一些的基础设施基金等等。由于广泛的利益纠结，日本也积极参与到其他

地方的争端中，比如南海、印度洋等，显示出大凡与中国有争端的地方，日

本都表现得特别活跃，决意与争端的另一方为伍，这就为中日之间的矛盾火

上浇油。①

中国倡导新安全观，摒弃传统安全的零和游戏，推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

全机制的构建。这原本是好事，中日之间应该以新安全观为理念，构建基于

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的新安全关系与框架，而这种新机制并不要求摒弃旧机

制 ( 美日同盟) 为前提，然而日本方面似乎把它看做是中国意在推翻原有的

机制。现实中，传统的美日安全同盟像一堵墙，挡在面前，不仅推不动，破

不了，而且似乎还在加厚。本来，岛屿争端、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争端可以

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走出零和安全的阴影，但是，复杂的因素，特别

是中美安全大框架阴影的笼罩，使得中日安全关系变得更具对抗性。

世界在变，原有的很多东西，包括安全机制，在新的发展环境和需求下

必然要发生变化。所谓 “美国治下的和平世纪”原本就不存在，更不会出现

所谓“中国统治的世纪”。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相互依存的世界，显然需

要新的安全观，应该构建基于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新框架，这既可以包括

非传统安全，也应包括传统安全领域。中日之间存在钓鱼岛和东海海域之争，

但这不是全部，应该可以基于基本的共识被搁置下来，寻求更大的安全利益

空间。只有合作安全，才可以为日本走向“正常国家”赢得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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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的专家认为，中日关系的问题出在双方的国家发展战略及对外战略渐行渐远，相互影响，
相互感到威胁，固化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接受妥协让步。参见梁云祥: 《日本政治右倾化与中日关系》，
《国际政治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42、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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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认知的视角

就国家关系而言，认知是对对方的一种基本定位。当然，从国家的角度

来说，认知所体现的是政治立场，是政府的政策取向，而从公民的角度来说，

则是一种普遍性的看法，或者基本的认定。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有很大的

一致性，显然，认知既影响政策方向，又影响舆论导向。在中日关系中，起

至关重要作用的，一是中国的自我定位，二是日本对中国定位的认同，在二

者同向而行的情况下，关系就容易理顺，而在错位的情况下，关系就变得复

杂，处理起来就很有难度。

中国崛起，逐步上升为一个地区和世界大国、强国。对这个大趋势，世

界各国，包括日本在内，都是认同的。但是，对于中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

国、强国，似乎缺乏一致的认同。中国宣示要做新型大国，走和平发展的道

路，对此，外部难说有一致的认同。特别是作为与中国有诸多纠结的日本，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存在怀疑，也就是说，其认知与中国自身的定位存

在严重错位。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日本曾经欢迎和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对华提供发

展援助，中日关系经历了友好的时期。但是，面临中国力量的提升，利益诉

求增加 ( 包括对钓鱼岛主权的捍卫) ，以及推动地区与国际体系调整和构建新

安全环境的力度增大，日本对中国的意图就产生了诸多怀疑。特别是保守主

义的安倍重新执政后，把应对中国的威胁、制止中国的所谓扩张及改变秩序

的行为作为一项明确的战略与行动议程。这种把中国作为威胁的政治认知，

显然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①

从中国方面看，对日本的未来走向愈发不放心，对安倍政府强行通过新

安保法、推动修改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等表示出强烈的警惕，特别是对于日本

卖力助美挑战中国、遏制中国的行为深表不满，中国民众对于日本政界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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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知改变体现在社会调查数据的变化上，即对中国的友好度不断下降。这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日本力图改变二战后的秩序，成为“正常国家”，而中国反对日本成为联合
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诉求和努力。参见张蕴岭: 《中日关系: 从一份调查问卷所想到的》，《当代亚
太》2008 年第5 期，第 4 页; 吴澄秋: 《东亚结构变迁与中日关系: 权力转移理论视角》，《当代亚太》
2009 年第 1 期，第 84 页。更有甚者，日本的高层政治家甚至把中国称之为“恶邻”，个别有影响的人
物甚至号召要与中国进行长期的斗争。参见吴寄南: 《中日关系: “不惑之年”的思考》，《日本学刊》
2012 年第 5 期，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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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露骨地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行表示愤怒。在中国的主流民意看来，这与日本

所称的和平国家形象，以及奉行“积极和平主义”的政策大相径庭。

显然，这种情况让中日关系陷入战略上的不信任，让民众之间的感情疏远，

也必然增加战略上的误判，误导双方关系的走向。信任问题，特别是民众之间的

信任问题，构成因素很复杂，在不少情况下与政府间的信任并不一致。在一些情

况下，民众的信任受到对方政府行为的影响，有时也会受事件、人的行为，尤其

是媒体引导的影响，不过，民意主流的转变还是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①

“好邻居金不换。”中日的长期交往历史，现实中密不可分的共利基础，

难道不可以破解所谓 “恶邻”诅咒吗? 让理性回归，这难道是不可行、不可

能的吗?

四、寻求合作的空间

中日关系特殊，不仅是近邻，而且是长期的竞争者，历史上多有争斗，

尤其是在中国的接临区域，如朝鲜半岛、东南亚。我们常说，两国相处的历

史，和平的时候多，战争的时候少，但和谐的时期短，争斗的时间长，“争”

似乎构成了两国关系历史长卷的主要内容。② 如前所述，如今的中日关系，

从力量对比的角度看，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变期; 从安全角度看，处在一个重

要的重构期; 从认知角度看，处在一个重要的过渡期。尽管当今以及未来的

中日关系难以抹去历史的印记，但是，处在 21 世纪，它也具有新时代的特

征: 互为载体的相互依赖结构、难有胜负的大国之战、多方粘连与制约的关

系网络。

中日之争是多层面的，有利益之争、国威之争、力量之争，以及影响力

之争等等。争而必斗，斗则会伤，争斗走向极端，结果就是战争。因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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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人认为，中日之间的不信任基于价值观不同，日本是西方民主国家，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
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根本的政治认知分离。有的学者从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发现，价值观也有多重含义，
比如合作的理念、和平的理念、友好的理念都是价值观的体现，在中日关系好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共
同价值观在发挥作用。日本的大平正芳、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是试图寻求两国的共同价值观基础以
发展与中国的关系。相关的分析参见胡令远: 《日本民主党执政与中日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13
年第 1 期，第 79、81 页。

中日关系的特殊性在于既是近邻关系，又是大国关系，今后的中日关系是摩擦、斗争与交往、
合作并存，可能是以摩擦为主，合作为辅，尽管如此，仍要把握住大局，保持耐心。参见时殷弘: 《日本
政治右倾化和中日关系的思维方式及战略策略问题》，《日本学刊》2014年第 2期，第 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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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间重要的是要防止争斗走向极端，在新的世纪、新的环境下，把握大局

和方向，争取“争而不斗，斗而不破，破而不战”。① 处理当今和今后的中日

关系，需要眼界和耐心，需要以新的 “世界观” ( 和平发展) 、新的 “利益

观” ( 相互依赖) 、新的 “安全观” ( 共同安全) 为指导，创建新的未来。在

创建新的未来中，避免中日再战，是中日双方的历史责任。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在创造历史，共同填埋所谓 “修昔底德陷

阱”，避免一个崛起的大国和一个守成的大国之间的所谓必然一战，协力创造

和平共处的新纪元。中日也是如此。有人说，中日必有一战，其实这里没有

必然性。历史上，一个大国要想做大做强，必然靠扩张，必须以消灭对手为

前提。当今和未来的世界不必如此，靠竞争，靠推动开放，靠合作安全和共

同安全，这也就是为何中国可以不走传统大国崛起之路的原因。

当然，不能回避中日之间的矛盾，也不能回避争端，而是应以面对现实

为基础，寻求新的共处之道。习近平主席在访问韩国时提出 “求同化异”，

“化”字很重要，体现新的理念。 “化”要靠双方的努力，一个巴掌拍不响。

从日本方面来说，关键是重新回到欢迎和支持中国发展的轨道，以理性的态

度看待中国的力量提升和中日力量对比转换。从中国方面来说，应该理解和

支持日本不以中国威胁为目标的 “正常国家”努力进程，支持其在地区和世

界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样，两国就可以同向而行，共力推动构建新关系框架，

寻求合作的空间，发展广泛的合作机制 ( 包括双边、区域和多边) ，就会逐步

纠正认知上的错位，发展良性互动。②

作为一个复兴的大国，中国面临诸多方面的自我超越: 在思想观念上，

既然要做新型大国，就需要超越自己的过去，从所谓的 “受害者情结”中走

出来; 在发展上，需要超越赶超型的模式，走新发展理念下的可持续发展道

路; 在国际关系上，要超越现行的地区与国际关系的定式，推动和践行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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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评论认为，中日关系能否减少对抗，增加合作，避免触雷，就看能否让务实主义战胜敌视主
义。参见: “Avoiding Landmines: Trajectory of the Japan － China Ｒelationship in 2016”，The Diplomat，
http: / / thediplomat. com /2016 /02 /avoiding － landmines － trajectory － of － the － japan － china － relationship －
in － 2016 /。

有日本学者认为，尽管中日双方会继续努力改善关系，但是中日之间的问题很多，改善不容
易。不过，他把问题的主要方面归结为中国，他认为，由于中国国内经济政治困难，往往会把日本作
为批判目标。参见: Akio Takahara， “Are Japan － China relations sweetening or souring?”，East Asia Forum，
http: / /www. eastasiaforum. org /2015 /09 /09 /are － japan － china － relations － sweetening － or － sou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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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构建。①

中日之间不具备大战略对抗的性质，主要还是基于利益差别的竞争。真

正的战略对抗，是在中美之间。美国人认为，中国会替代美国，排除美国，

改变美国建立的规则。就像在南海，美国决意要与中国对抗，因为美国认为

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控制南海，是改变航行自由的规则。日本就不同了，

它不需要和中国争位子，与中国争的是现实的利益和影响力。如果是这样看

问题，进行定位、认知，就可以制定良性竞争对策。设想一下，如果把中日

之间的矛盾主要定位为现实利益 ( 包括领土) 与地区影响力之争，那么，情

况就不一样了，就有更大的 “竞争性合作”空间。从经济方面来说，竞争是

正常的，竞争性合作是可以有空间的。在区域合作方面，既有竞争性分离

( 所谓主导权之争) ，也有竞争性合作。② 那么，安全方面，如果按照新的安

全理念，即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即便有竞争性构建的行为 ( 不同的

国家利益) ，那也为合作留下诸多的空间。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自不用

说，即便传统安全领域，应该也是可行的。可以先从技术层面开始，逐步扩

展和提升。③

看起来，一个现实的障碍是美日同盟，在中国综合实力快速提升的情况

下，它被改造为制约和防备中国的工具，从而把中日置于安全对立的结构框

架下。不过，东亚安全也好，亚太安全也好，美日同盟是不可能垄断的，必

须在其之外构建新的安全合作机制。如果日本可以放下 “唯日美同盟”的包

袱，就可以在构建新安全合作机制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而为中日安全合作

创造机遇。④

中日关系既具有整体性，又具有多层性。从多视角来分析和认识中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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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朱峰认为，中日之间存在“对手关系”，如果要重构合作关系，需要表现出足够的政治责任和
历史担当。参见朱峰: 《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与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14年第 6期，第 2、10页。

竞争性分离的例子突出地表现在，日本反对东亚自贸区框架 ( 10 + 3) ，推动东亚紧密经济伙
伴框架 ( 10 + 6) ; 竞争性合作的例子突出地体现在，日本在力推亚洲货币基金 ( AMF) 失败后，与中
国共同推动清迈倡议，支持提升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 ( AMＲO) 的升级。

有专家认为，在中日存在严重的互不信任的情况下，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非常重要，也可行，
因为两国领导人都不希望发生大的冲突，但一线军事人员缺乏对话和了解，很容易发生直接的冲突。
参见《中日如何实现有效危机管理》，《国际先驱论坛》2016 年 2 月 26 日。

其实，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美国并不希望中日闹翻，日本拉美国对抗中国也难得逞。关于
这一点，可以从希拉里与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坎佩尔的电邮中看到。参见: See Mina， “How the US
approached 2012 Senkaku /Diaoyu tentions”，The Diplomat，http: / / thediplomat. com /2016 /02 /how － the －
us － approached － the － 2012 － senkakudiaoyu － tens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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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不是把整体的关系割裂开，而是为了增加对其多构成层面的认识。从整

体看，似乎中日关系走到死角，而从多视角看，却又可以找到多层、多点的

空间，利用、扩大这些空间，可以起到改变环境、减少冲突、增进信任的作

用。这可能就是处理“新历史拐点期”的中日关系的一种“大智慧”吧。①

Sino － Japanese Ｒelations in Various Perspectives Zhang Yunling

The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nowadays should be viewed in various perspectives. The changes of

relative strength and the multiple power structures of China and Japan are the cause of complexity of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in terms of position perception and practical inter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urity relations reconstructing， the security goal of China and Japan are very

different and the dynamic to competition，which may not result in wars but will impos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will persist for quite a long period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sperception in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it is necessary for Japan to get back to the track of

welcoming and supporting China’s development，and for China to understand and support Japan’s

effort of“national normalization”，with the prerequisite of Japan not positioning China as its

threat.

多!な角度から见る中日" 張 蕴岭

今日の中日"は多!な角度から见るべきである。 中日间における力の比较の逆軎や

多元的构造の特#は、 中日"の位置づけや认识、 そして$国间に存在する%さを&

理する际の重要な要素となっている。 安全性の再构筑については、 $国の安全目标は大

きく異なっている。 中日间の竞的’动は相长期にわたってしていくだろう。 こ

の种の竞は、 (こそもたらすことは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が、 $国"の)展に影响を

えることになるだろう。 また、 中日$国の认识のズレについては、 日本は中国の)展

を*迎·支持する轨道に+るべきであり、 中国は日本の中国胁威论から脱却し 普通の

国 になるための取り组みを理解·支持すべきである。

( 责任编辑: 林 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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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的学者认为，从历史的发展看，中日关系处在一个新的拐点期，存在诸多危险，要实现平
稳过渡，需要大智慧和长远眼光。参见杨栋梁: 《直面拐点: 历史视野下中日关系的演进与现实思
考》，《日本学刊》2012 年第 6 期，第 34 页。


